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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外交史的思想维度

———概念史研究的视角＊

周　桂　银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许多政策，成为不同历史时期内党和

国家对外工作的指南。这些政策形成的一些概念既是观念的，又是实践的。在概念史的维度上，当代

中国对外政策概念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关切，它们在生成和变迁过程中，经历了特定的政治—

社会语境和传播渠道，有着不同的政治—社会功能和效应。概念史研究有助于增强中国外交史考察的

思想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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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外交史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过许多用来处理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的观念与概
念，它们或成为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坚持的对外政策纲领和根本原则，如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道路”；或作为一个时期内中国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如 “中间地
带”和 “三个世界”；或成为特定形势下中国对外政策及基本立场，如 “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
“一条线”“不结盟”。还有一些论断、提法或口号，如 “东风压倒西风”“三和一少”“和平崛起”，

是在特定形势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或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的对外关系论述和建
议，曾引起重大对外政策争论，并影响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走向。近年来，这些观念、概念、论
断、提法和口号，以及它们所蕴含的政策、战略及立场，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大
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学者对上述当代外交史概念及其体现的政策与战略，如 “中间地带”
“三个世界”的时代背景、政策实践与影响等方面，进行深入而详尽的考察，并试图归纳和总结当
代中国外交观念的演变规律①。二是国际政治学者对一个特定时期的概念或某些特定概念的内涵、

功能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启示，如 “中间地带”“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及意义，进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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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海外中国公民保护与救助机制研究”（２０ＡＧＪ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孙建社、石斌：《从 “中间地带”到 “世界多极化”：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章百
家：《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冷战国际史研究》第２４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１８页。



论上的解读①。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从概念史研究的视角出发，对当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概念进行
梳理，进而提出一项关于中国外交史讨论的概念史研究议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概念史旨在探讨
重要概念的内涵及变迁、概念生成和变迁的环境、概念传播的途径与方式②。就本文所讨论的当代
中国外交政策概念而言，概念史研究还涉及相关概念的政治社会功能和效应，尤其在政策指向和政
策实践上的功能和效应。本文探讨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第一，这些概念是在何种背景下形成或
提出的，具有怎样的意图或指向？第二，在理论上，这些概念是否可以分类，其内涵的稳定性和变
化性如何，在实践上又呈现出哪些外在特征？第三，它们的内涵为什么稳定，又为什么会发生变
化？它们的含义及变化，与特定环境、载体或传播渠道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其政治及社会功能又如
何？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在概念史研究视角上勾勒出当代中国外交史的思想维度。

一、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的生成和演进

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共十八大作为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将当代中国外
交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 （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８年）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外交政
策上可称为革命外交与和平外交相辅相成的时期；第二个时期 （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１２年）处于改革开放
时代，在外交上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第三个时期 （２０１２年以来）是新时代，在
外交上可概括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积极有为时期。在这三个历史时期及相应的特定阶段，中国领
导人以及中国外交研究界均提出若干重要概念，用来界定国际形势、归纳外交原则、规划外交政
策、指导外交实践。这里以相关概念产生的形势背景及政策指向作为线索，讨论这三个时期中国外
交史的观念基础、政策基调和实践风格。

表１　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的历史分期

阶段 特征 主要概念

１９４９年至

１９７８年

独立自主、

和平共处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中间地带，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东风压倒西风，三和一少，世界革命中心，反帝反修、两个拳头打人，两个中间

地带；

一条线、一大片，三个世界。

１９７８年至

２０１２年

和平发展、

有所作为

第三世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结盟，和平与发展，国际新秩序；不扛

旗、不当头、不称霸，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和平发展合作，多极化，战略伙伴关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和平发展道路，战略机遇期，伙伴关系，和谐世界，睦邻、安邻、富邻。

２０１２年以来

大国外交、

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正确义利观；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百年大变局。

（一）独立自主、和平共处 （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８年）

在第一个时期，革命外交与和平外交是两条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主线，但在不同阶段，中国
领导人对革命外交与和平外交又各有侧重，因而产生了具有阶段性印记的外交概念。这个时期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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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鸣野：《“中间地带”的博弈与困境》，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周桂银：《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及启示》，《国
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Ｚｅｎｇ　Ｊｉｎｇｈａｎ（２０２０）．Ｓｌｏｇ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Ｓｉｎｇａ－
ｐｏｒ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关于概念史研究方法的一项新近论述，参见方维规：《什么是概念史》，三联书店，２０２０年。



上可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５０年代中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出发，接
受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现实，以巩固国家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作为外交工作
的中心任务，提出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 “一边倒”的三大方针 （又称 “三大外
交决策”），其中，前两项旨在摒弃旧中国丧权辱国的旧外交，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影响，后一
项是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①。根据 “一边倒”外交方针，以及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苏两党两国领导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工协作的口头协议，由中国领导和支
持东亚地区被压迫民族革命事业，而新中国也相继承担起支持朝鲜和越南等地的民族解放战争或革
命运动，事实上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 “亚洲革命中心”②。所以，从新中国成立伊始，革命外交就是
中国对外关系的一条主线。

另一方面，新中国坚持 “独立自主”立场。从１９５３年底到１９５６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 “和平
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个概念，用来处理中国与周边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如缅
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是新中国睦邻外交的缘起。不久，中国领导人开始探索中国与西欧资本
主义国家之间的 “和平共处”问题，包括英国、法国、瑞典、荷兰等。在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和

１９５５年亚非会议上，中国还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于处理复杂的多边外交问题。１９５６年１０
月，中国正式宣布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③。为指导新形势下的
和平外交，中国外交最高决策层在坚持两大阵营理论的基础上，部分地回到毛泽东在１９４６年提出
的 “中间地带”概念，其目的在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与美国有矛盾的西欧国家和日
本，建立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④。

第二个阶段始于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止于６０年代末中苏边界冲突。一方面，苏共二十大及同
年波匈事件前后，中苏两党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另一方面，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及第
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毛泽东认为西方阵营困难和矛盾很大，国际形势出现了有利于
东方阵营的转折点，因此提出 “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⑤。以１９５７年１１月莫斯科共产党和工
人党代表会议为标志，中国领导人确立了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方面坚持在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另一方面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要大力支持世界革
命，包括声援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支持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
动⑥。中国外交由此走向激进化，革命外交压倒和平外交，“亚洲革命中心”逐渐发展为 “世界革命
中心”。

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从破裂走向冲突，毛泽东愈益认定苏联修正主义是一个外部大敌，并由
此将 “反帝反修”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任务。这种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政策，被称为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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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６８—１４８２页；裴坚章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１９４９—

１９５６）》第１卷，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３页。

牛军：《重建 “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 （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沈志华主
编：《冷战国际史二十四讲》，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１２１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１６３—１９６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

１７５—１８１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１９４９—１９５６）》第１卷，第５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１９３—１１９４页；《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３２—３４３页；《毛泽东外
交文选》，第１５８—１６２、２０５—２０７页；牛军：《重建 “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 （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国际
政治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２１—３３５页。同一时期，毛泽东还提出了两个相应的重要论断：“美
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

吴冷西：《十年论战：１９５６—１９６６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５２页；萧扬：《张闻天与中
国外交》，学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６—１７页。



个拳头打人”“两面开弓”或 “反两霸”①。为达成 “反帝反修”的外交总任务，毛泽东提供了两个
方面的理论支撑：一是在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及其以后，批判 “三和一少”外交路线②。

毛泽东将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与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联系起来，决心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
之间的斗争，自此在外交政策上愈益走向激进化③。二是不断发展他的 “中间地带”理论，在１９６３
年和１９６４年提出 “两个中间地带”的划分，即亚非拉是 “第一中间地带”，而欧洲、澳大利亚、日
本和加拿大等国家属于 “第二中间地带”④。据此，中国在外交上要依靠 “第一中间地带”即直接同
盟军，争取 “第二中间地带”即间接同盟军，建立一个反对美苏两霸的国际统一战线⑤。

第三个阶段从６０年代末到 “文化大革命”结束。“两个拳头打人”“世界革命中心”和 “两个
中间地带”基础上的外交战略，在总体上恶化了中国外交形势和周边安全环境。为改善不利的甚至
危险的周边及国际环境，中国领导人着手调整对外政策，将苏联视为主要威胁，转而改善中美关
系，即 “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⑥。毛泽东和周恩来毅然决定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致力于联合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力量，建立一个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形象地
将此称为 “一条线”“一大片”。“一条线”，即北半球纬度上的、从东到西的一条横线，包括美国、

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一大片”，是指 “第三世界”⑦。但为
了维护中国 “世界革命中心”的国际形象，毛泽东在 “中间地带”概念基础上，又发展出 “三个世
界”理论，提出美苏是第一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是第二世界，亚非拉等广大
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中国要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反对美苏两霸，但在当时特定形势
下，主要反对苏联霸权主义。⑧ “三个世界”理论仍然遵循国际阶级斗争及国际统一战线的思路，但
它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回归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奠定
了基础。

（二）和平发展、有所作为 （１９７８年至２０１２年）

在第二个时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条明确主线。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后，中国始终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旗帜，形成了 “大国是关键、

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⑨。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外交
史也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止于１９９２年中共十四大。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形成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争取较长时期的
和平是可能的重要战略判断，把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中国外交政策作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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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２０６页；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 （１９４９—

２０００）》，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９９—２００页；王逸舟、谭秀英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 （１９４９—２００９）》，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４—２７页；章百家：《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
发展的、全球的视野》，《冷战国际史研究》第２４辑，第６页。

王力：《王力反思录》（上），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８８—１９１页；《王力反思录》（下），北星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９２８—９３２页；萧扬：《张闻天与中国外交》，第１７—２１页；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 （１９０６—１９７４）》，中央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９１、５０４页。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２５３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４８５—４８９、５０６—５０９页；《毛泽东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４３—３４６页。

王泰平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２卷，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６—７页；牛军：《“第二中间地带”：

１９５５—１９６５年的中国对西欧国家政策研究》，《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１辑，第１３４—１５４、２２１页；李丹慧：《分朋引类：

中国分化苏联东欧集团再探讨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冷战国际史研究》第２２辑，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５７—６３页。

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６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４４０—４４２页。

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 （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６卷，第４６８—４７０、５１７—５１８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交史》第３卷，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７页。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５８７—５８８、６００—６０１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３卷，第７—８页。
《胡锦涛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９５、５０８页。



大调整①。一是以１９８２年中共十二大为标志，中国改变了过去的 “一条线”战略，回归并重新解释
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公开宣布 “不结盟”，即不与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中国是
世界一极，中国不打大国牌，也不允许其他大国打中国牌②。二是坚持中国的第三世界身份，即中
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大国，但在经济上是一个小国穷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站在第三世界
一边，反对霸权主义，中国绝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不称霸。中国不仅坚持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处理双边关系、周边外交，还提倡根据这些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③。

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西方国家实施对华制裁前后，邓小平又提出 “不当头”“不扛旗”“韬
光养晦、有所作为”（以下称 “八字方针”）的指导方针。“不当头”是８０年代 “不称霸”思想的发
展，即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不当头，永远不扩张，永远不称霸④。“不扛旗”是从中苏大论
战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出发，提出在党际交往和国家间关系上不搞意识形态争论，不扛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大旗⑤。“八字方针”是 “二十八字方针”⑥ 的简称，是邓小平在国际形势发生
剧变背景下提出的中国对外关系的根本指导方针，包含了三个层次的战略考虑。一是在国际形势判
断上，坚持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坚持自己的利益和原则，做好自己的事情。二是在方针政策上，坚
持 “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不要成为国际政治矛盾和斗争的焦点，不当头、不扩张、
不称霸，保持自己的主动权；在国际事务上要 “少露锋芒”，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不搞
意识形态争论，不强加于人。三是在近远期外交目标上，坚持 “有所作为”，要推进多极化、建立国际
新秩序，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工作，争取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⑦。
第二个阶段从中共十四大到中共十六大，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

续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关
系新格局⑧。一是将邓小平的 “二十八字方针”，发展为 “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
为”的 “十六字方针”，并提出 “绝不当头”和 “有所作为”是 “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前者意味着
“韬光养晦，收敛锋芒，保存自己，徐图发展”，后者则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
要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利益，旗帜鲜明地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⑨。二
是将美国作为中国 “外交上打交道的主要对手”，提出处理中美关系的 “十六字方针” 10。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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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１５—４１７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

１０４—１０６、１２６—１２９页；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４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５６—５７页；宦国英、宦国瑞等：《宦乡往事》，当代中国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２５３页；王珂、

樊超：《关于１９８２年夏季中国外交决策会议的考证———兼论当代外交研究的史料与方法》， 《冷战国际史研究》第２７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２８３—２９３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９６—９７、２８１—２８３页；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１１—１７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第４１５—４１７页；《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６３—３６５页；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

第５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６２０—６２２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６３—３６５页。
“二十八字方针”，全称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是中央外事
部门及研究机构根据邓小平的几次讲话和谈话总结而来的。参见 《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２０１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３１５—３２１页；冷溶、汪作玲主编： 《邓小平年谱》第５卷，第５８４—５８６、６０７—６０８、６３０、

６４５页；高屹：《邓小平新时期的外交战略思想述论》，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第３２—５１页。
《中国共产党简史》，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３２２页。
《江泽民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０２页； 《江泽民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６、

３５２页。

中国领导人在９０年代初期主动提出处理中美关系的 “十六字方针”，即 “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
抗”。参见 《江泽民文选》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１１—３１７页；钟之成：《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
实》，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８页。



上的 “十六字方针”与总体外交工作的 “十六字方针”构成一体两面，而这两项方针的根本宗旨，

在于抓住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为中国发展在世纪之交迎来重要战略机遇期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
在运筹中美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 “战略伙伴关系”，形成 “结伴而不结
盟”的新型大国关系模式，这是８０年代 “不结盟”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四是提出 “与邻为善、以
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指明了新时期睦邻友好外交的方向①。

第三个阶段从中共十六大到中共十八大，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遵循和平与发
展的时代主题，形成了中国处于一个 “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判断，继续奉行
“八字方针”战略，正式提出 “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
的外交总体布局②。一是中国在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１年两次正式发布对外政策白皮书，向全世界明确宣
示和承诺，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是中国的根本国家战略③。二是在推动建
立国际新秩序方面，提出 “和谐世界”设想，即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经济上相互合
作、共同发展，在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④。三是提出 “睦邻、

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新方针，“睦邻”意指和睦相处、共筑地区稳定和谐，“安邻”是指通过对
话增进互信、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促进共同安全， “富邻”强调深化互利合作、推进地区一体化、

实现共同发展，这就充实和发展了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睦邻友好政策⑤。
（三）大国外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２０１２年以来）

在第三个时期，中国坚持继续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认为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是当今世界的潮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鉴于国际形
势的复杂深刻变化，以及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影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 “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以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为理论指南，以 “奋发有为”的姿
态推进外交工作⑥，促进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第一，以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为指南，进一步优化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习近平提出的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其根本目标是以大国身份、大国倡议和大国意志推进中国对外关系，

进一步完善中国外交总体布局，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类和平发展的伟大事业⑦。一
是提倡构建 “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中国与诸大国之间的 “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的局面，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⑧。二是提出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新指针，

将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中国长
期以来坚持的睦邻外交思想⑨。三是以 “正确义利观”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加强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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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文选》第３卷，第３１３—３１８、５６７页。
《胡锦涛文选》第２卷，第９１、９５页；《胡锦涛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４３６—４４１页；杨洁篪：《伟大
的创新 丰硕的成果———十年来我国外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求是》２０１２年第２０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
国的和平发展》（２０１１年９月）。
《胡锦涛文选》第２卷，第３５０—３５６、５０３—５１９、６１２—６５８页。

温家宝：《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振兴———在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上的演讲》（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７日），《人民日报》２００３年

１０月８日；石源华：《新中国周边外交史研究 （１９４９—２０１９）》，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５０—５１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１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２９６—２９９页。国内外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者普遍将２０１２年以
来的中国对外政策风格概括为 “积极有为”或 “奋发有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４４１—４４４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外文出版社，

２０２０年，第４２６—４２９页；王毅：《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４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１卷，第２７９—２８１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第４６—４７页；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
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１卷，第２９６—２９９页。



南南合作机制，推动中国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①。

第二，以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要指引，通过中国话语、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引
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一是倡议建设 “一带一路”，其重点是中国与周边国家以 “共商共建共享”

为原则，共同建设六大经济走廊，以促进中国与相关地区的互联互通、相融相近、共同发展、共同
进步②。二是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探索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巴基斯坦等国间的双边命运共同体③。三是致
力于在全球开放合作、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在地区及全球安全、气候变化、海
洋、极地、太空、网络等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中国积极提出一系列具有包容性的、可操作的行动
方案或倡议，体现了中国责任和中国担当④。

第三，提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战略判断。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当今世界正经
历着复杂深刻的变化，包括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
前所未有”⑤。二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发生巨大变化，即经过改革开放以来４０多年的快速发展，

中国与世界相互依存的程度更加深刻，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中流砥柱，深刻地参与、引
领和塑造全球及地区事务。“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⑥ 从时代、历史、世界的视角看待 “百年大变局”，在中国与世界
关系上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⑦，其根本宗旨
是维护、延长和创造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二、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的分类和特征

上述三个时期的中国外交政策概念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第一个时期，在战争与革命
的时代主题下，中国对外关系表现为革命外交与和平外交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第二个时期，在和
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下，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主线；

第三个时期，从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发，形成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致力于推动构
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另一方面，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及特定阶段，中国外交政策概念都形成
了一个从外交观念到外交实践的完整逻辑链条。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把这个逻辑链条细分为由不同
层次的观念、概念和行动构成的多个环节，从而对它们作出分类，并归纳其基本特征⑧。

（一）性质与类型
在外交战略及决策理论的意义上，从外交决策诸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看，当代中国外交政策观

念与实践之间的逻辑链条，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战略判断、身份定位、理论指南、方针和原则、外交
布局及政策实践五个环节或五个层次。就此而言，以上所讨论的概念可以归纳为五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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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第４５６—４６０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１卷，第２８７—２９１、２９２—２９５页；《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第５０６—５１７页；《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３卷，第４９０—４９４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２卷，第５２１—５２６、５３７—５４９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第４３３—４７５页。

习近平：《坚持可持续发展，共创繁荣美好世界———在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２０１９年６月

７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６月８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第４２８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３卷，第７７页。

章百家将当代中国外交史上的政策观念归纳为两个层次：一是基本稳定和影响深远的观念，如独立自主、和平外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是关于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策略设计的观念，包括战争与革命、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参见章
百家：《新中国成长历程中外交观念的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野》，《冷战国际史研究》第

２４辑，第９页。



表２　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的类型

战略判断 身份定位 理论指南 外交政策原则 外交布局

战争与革命

社会主义阵营

亚洲革命中心

世界革命中心

两大阵营

中间地带

三个世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独立

自主、睦邻外交，世界革

命、三和一少

一边倒，两个拳头打人，一条

线

和平与发展

战略机遇期

第三世界

发展中大国

世界一极

世界多极化

国际新秩序

和谐世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

平发展合作，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不结盟、不扛旗、不当头，战

略伙伴、伙伴关系，与邻为善、

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

百年大变局 世界大国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人类命运共同体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积极有

为

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一

带一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一是战略判断，这是关于时代性质、主题、国际大势或潮流的基本判断，决定着特定时期或阶
段的根本外交立场、方针和政策。如第一个时期 “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判断，直接决定了当时
的中国国家身份定位和根本外交政策方向，即 “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亚洲革命中心”或 “世
界革命中心”，以及相应的 “革命外交”和 “一边倒”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个时期也是如此，

中国领导人从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出发，形成了中国面临 “重要战略机遇期”和 “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认为中国能够而且也应该抓住机遇，迎接和化解挑战，集中精力进行现代
化建设。在基本战略判断之下，在特定阶段可能会形成关于国际形势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阶段性
判断，对中国与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作出估计，如１９５７年 “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

二是身份定位，这是关于中国自身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客观或主观界定，国家身份定位客观还
是主观，或是否出现偏差或错位，决定了外交政策指南是否正确、外交政策方针能否贯彻、外交总
体布局是否合理。在第一个时期，中国领导人从国际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及革
命主义的爱国主义出发，将中国定位为 “社会主义阵营重要成员”“亚洲革命中心”或 “世界革命
中心”，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对中国外交政策作出阶段性的安排与调整，先后形成 “一边倒”
“两个拳头打人”“一条线”的外交布局。从第二个时期到第三个时期，中国的身份定位从发展中大
国变成 “世界大国”，或者说，从 “世界一极”变成国际政治上 “极其重要的一极”，相应地，中国
外交政策的理论指南和总体外交布局也发生变化。“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则决定了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的 “八字方针”和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长期目标。

三是理论指南，是关于时代、历史和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总体陈述，如 “中间地带”
“三个世界”“国际新秩序”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它们一方面对国际政治的规律和趋势、

中国与世界关系作出理论说明，另一方面规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大方向、总任务和总布局。如果说
基本战略判断和国家身份定位是决定性的，那么理论指南则是枢纽性的和桥梁性的；在外交观念转
化为外交政策与实践的过程中，它们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动员和转化作用。第一个时期的 “中间地
带”和 “三个世界”，第二个时期的 “世界多极化”和 “国际新秩序”，第三个时期的 “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思想指南、舆论塑造、政治动员和组织实施上，都是极其重要
的理论框架。

四是外交政策方针和原则，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的策略、方式和方法。第一个时期
的 “和平外交”“革命外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第三个时期的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八字方针”“积极有为”，都是这样的方针和原则，它们构成了特定时期或阶段的中国对外关系的
主线和基调。如在第一个时期，“革命外交”是两大阵营对峙背景下中国对外关系的题中之义，它
从国际阶级矛盾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出发，致力于推动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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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步①。与此同时，从维护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安全出发，中国领导人相继提出 “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与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适时结束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做法，打开了中国周边
外交的大门②。

五是外交总体布局和外交实践领域的一些概念，规定了中国外交工作的大方向或基本立场，提
出了中国对外关系的不同领域的路线图或工作指南。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应于不同的对外关
系领域，中国领导人都提出了相应的原则、方案、方式或方法。例如，在第二、第三个时期，在
“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下，对不同方
面有着相应的工作指南或路线图：在大国关系上，有 “不结盟”“战略伙伴关系”和 “新型大国关
系”；在周边外交上，有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睦邻、安邻、富邻”和 “亲诚惠容”；在中国与
发展中国家关系上，有 “正确义利观”“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在多边外交上，坚持以联合
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二）基本特征
概括地说，在以上外交政策概念中，绝大多数都有着思想指南和大众政治的特质，因而有着纵

向的稳定性和继承性，以上五类概念中均有着这样的特性，但尤其彰显在战略判断、身份定位和外
交政策原则三类概念上。相当一部分概念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形势的产物，因而呈现出时代性和演进
性，主要包括理论指南和外交布局两大类概念。少数则具有阶段性和争论性，主要是形势判断、政
治及学术争论上的概念。

第一，稳定性和继承性。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对外关系上长期坚持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
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立场，而在对外政策实践上又保持着较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在战略判断、身份
定位、理论指南上，中国领导人虽然经历了从 “战争与革命”到 “和平与发展”、从 “社会主义阵
营”到 “第三世界”和 “世界大国”、从 “中间地带”和 “三个世界”到 “国际新秩序”的转变，

但在和平外交政策上，中国作为国际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与 “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主线始终未变，“独立自主”立场和 “有所作为”态度始终未变；在周边外交和第
三世界外交上，“睦邻”和 “国际新秩序”的政策方针也始终未变。在第二和第三个时期，随着国
际形势和中国地位的不断变化，中国赋予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以更丰富的内涵，“不结盟”“不
当头”“不扛旗”“不称霸”“有所作为”成为题中之义；在理论指南上，从 “国际新秩序”到 “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长期目标；在外交总
体布局上，大国关系、周边外交、第三世界外交、多边外交以及相应的原则立场与政策措施，也是
前后一贯的③。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体力行和不懈努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指导国际间
关系的基本准则，成为当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时代性和演进性。当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概念是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特定形势的
产物，还有一部分概念是中国领导人对前一个时期或阶段的概念、观念和理论作出新的解释，用来
指导新时期新阶段的外交工作。这主要表现在理论指南和外交布局两大类概念上。例如，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国领导人多次对 “中间地带”作出新的解释，以指导不同时期或阶段的
外交工作。如１９４６年８月，毛泽东首次提出 “中间地带”概念，用来指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的广阔地带，其主旨在于尽可能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国际和平力量，帮助中国革命取得胜利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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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４６８—１４８２页；《周恩来外交文选》，第４８—５７页。

参见牛军：《重建 “中间地带”———中国亚洲政策的缘起 （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唐家璇：《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胜利前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交工作回顾》，《求是》１９９８年第２０期；刘华秋：
《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伟大贡献》，《光明日报》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７日；杨洁篪：《伟大的创新 丰硕的成果
———十年来我国外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求是》２０１２年第２０期。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１９３—１１９４页。



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前后，毛泽东重提 “中间地带”时，大体上是指两大阵营之间的广大地区，主要
目的在于实现中国与周边及其他地区的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从１９５７年莫斯科会议到１９６８
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中间地带”发展到包括美苏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即将西欧、日本、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东欧国家纳入其中，形成了 “两个中间地带” “两个中间势力” “两个第三世
界”的提法，一个是亚非拉，一个主要是西欧和东欧，在政策指向上试图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立足
于 “第一中间地带”，争取 “第二中间地带”，形成一个反对美苏两霸的广泛国际统一战线。在６０
年代末中苏边界冲突以前，以反美为主、反苏为次；在此之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成为主要目标，

甚至为此提出 “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构想，即联合美国、西欧、日本等第一、第二世界的国家，

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①。

１９７３年，毛泽东最终接受第三世界的特定内涵，即 “发展中国家”或 “不发达国家”的界定，

而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或身份定位②。１９７４年，以邓小平
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阐述了 “三个世界”的思想，明确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是
中国要倚重和团结的力量，其他国家是中国要争取和联合的对象③。在理论前提和政策指向上，“三
个世界”继承了 “中间地带”，即基于敌友我的国际政治主要力量和基本矛盾的判断，建立起一个
反对美苏两霸的国际统一战线。更为重要的是，“三个世界”理论解决了两个根本问题：一是中国
在国际政治上的身份定位问题，即从 “社会主义阵营”到 “第三世界”的转换；二是开始超越意识
形态，越来越多地从国家间关系出发去看待三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从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角度去筹
划和实施外交战略，逐渐摆脱世界革命指导思想的束缚，在外交实践上逐渐放弃 “革命外交”。

第三，阶段性和争论性。阶段性概念用来概括特定阶段的国际形势，或界定国际基本力量及主
要矛盾，或指称特定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它们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争论。

其中，一些概念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得需要调整，如 “一边倒” “两个拳头打人” “一条线”，

另一些概念如 “东风压倒西风”“革命外交”“世界革命中心”，被实践证明在主观上存在较大偏差。

这些概念均已成为历史，然而，它们是特定阶段和特定形势的产物，对特定阶段的中国外交工作产
生过重要影响，在一段时间内甚至对中国外交造成重大挫折；但在事后及长期看，个别概念不乏积
极作用，如 “革命外交”不仅在特定时期或阶段对于新中国打开外交关系局面作出了积极贡献，还
至少留下两大外交遗产：一是树立起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敢于斗争、不怕邪、不怕鬼的
国际形象，推动中国成为国际政治中举世公认的、重要的独立力量；二是中国同情和支持亚非拉地
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和革命事业，获得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赞誉和支持，成为推动国际和平与发
展、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的重要力量。

还有一些概念，经过争论和讨论而得到扬弃或发展，如 “三个世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和

９０年代初，曾分别出现过两次关于 “三个世界”或 “第三世界”的讨论。经过第一次讨论，中央领
导人决定以后只采用 “第三世界”提法，放弃 “三个世界”划分；在第二次讨论后，“第三世界”继
续得到沿用，中国决定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工作，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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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的传播、功能和效应

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概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由于传播渠道的多种多样，内涵往往会出
现变化。而对于不同类型的概念，中国领导人所期待的政治社会功能及效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
境下又不完全一致。一般地说，绝大多数的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都是中央高层政治决策的产物，
因而有着专业主义外交话语的特质；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主义、国际主义和民族
主义情怀，许多概念又呈现浓厚的大众政治色彩。在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生成和演进的三个历史
时期内，专业主义和大众政治两种特质是共生共存的，甚至是相互转换的；但在不同时期，这两种
特质的面相和分量又表现各异：第一个时期有着明显的大众政治色彩，革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基
调、政治动员的风格是这些概念的基本特质；第二个时期经历了从大众政治向专业外交的转变，务
实主义是基调，专业主义是发展方向；第三个时期大体上是专业外交与大众政治的融合，兼具务实
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成分，大众政治维度上的对内对外政治动员是基本风格。专业主义和大众政治的
两种不同特质，其共生共存、相互转换以及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传播渠道上的内涵变化与
表现，体现了这些概念的基本功能和效用。这里以几个概念的内涵变化为例，展现当代中国外交政
策概念的传播渠道、政治社会功能和效用。

（一）传播渠道
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的传播，主要有三大渠道或三个层次。一是官方渠道，即通过党和政府

领导人、外交官、地方官员进行传播。中共政治动员与组织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在于对党和政府
的高级干部进行政治动员，以达成全党全国的理论共识和思想团结。如 “中间地带”和 “三个世
界”理论在各个阶段的提出与传播，都首先在党内高层之间进行解释、说明、陈述，然后向外交官
和地方官员作出指示、进行动员，从而在日常外交工作上得到贯彻执行①。二是专家学者渠道，即
通过海内外国际关系及外交政策研究人员进行传播。专家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概念作出理论和学术
意义上的诠释与传播，发挥双向的舆论塑造作用：一方面对于一些外交政策概念进行广泛的讨论、

清晰而明确的界定、系统的理论阐述，对于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起到积极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在
公开发表的文章、演讲或讨论中，对普通民众起到一定的引导、教育和宣传，从而实现社会意义上
的舆论动员和支持。三是大众渠道，即中国党政机构对人民群众的动员，以及民众在接受和运用相
关概念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政治行动对于党和政府外交工作形成一种反作用力或反向塑造，如第
一个时期的 “世界革命外交”，一方面开启了中国外交的激进化历程，另一方面在社会大众得到动
员后，部分激进分子通过实际的政治及外交行动，对当时的中国外交工作形成反作用②。

在以上三个不同层次的渠道传播过程中，相关外交政策概念的内涵会出现变化。概念传播的不
同渠道上的人员，由于时间先后、层级差异和经历不同，对于同一个概念内涵及功能和效用的理
解、接受和传播，往往会出现或大或小的差异。因此，在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时，要
严格区分和慎重对待三类不同的载体。一是党和政府官员层次的载体，包括：（１）中央及地方两级
的党和政府档案文件；（２）已公开的党和政府文件、报告、声明、照会、谈话；（３）当事人的回忆
录、年谱、官方传记、日记、信件； （４）口述史。二是专家学者或学者型官员层次的载体，主要
有：（１）中央及地方两级的代表性舆论阵地 （报刊）的文章及评论； （２）内参及咨询报告、小册
子；（３）专业期刊及通讯；（４）当事人的传记、日记和信件；（５）口述史。三是大众层次的载体，

包括但不限于：（１）小册子；（２）当事人的传记、日记和信件；（３）口述资料。

在传播相关概念的过程中，不同层次的载体不仅会导致概念内涵发生变化，还会产生不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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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会效应。例如，在第二个时期，“八字方针”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和对外关系的一项重大战略
方针，但在不同的传播渠道上，不同的受众或对象对这项方针的内涵及地位作用有着不同的理解。

完整的 “二十八字方针”，是邓小平对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前后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
变化和中国对外关系的未来方向的思考，但先后经过若干阶段和多次讨论才形成的。首先，在冷战
结束、东欧剧变以及西方在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以后实施对华制裁之际，邓小平提出 “冷静观察、稳
住阵脚、沉着应付”，其核心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做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一心一意谋发展①。在
苏联解体之后，针对党内有人提出要扛起社会主义阵营大旗的想法，以及在此前后一些第三世界国
家领导人呼吁中国带头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说法，邓小平形成了 “善于守拙” “绝不当头、

有所作为”的思想，即 “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但又要在国际上有所作为，推动建立国际
政治经济新秩序②。１９９１年１０月，邓小平在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时指出，在国际格局转换过程中，
“我们主要是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付”。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后，针对中国国力发展及未来国际地位，

他又提出中国要经过若干年的 “韬光养晦”，争取成为国际上的 “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的说法③。

在政学两界有一个颇为流行的 “二十字方针”，即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
晦、有所作为”。１９９５年１２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开
幕式上首次提出 “二十字方针”，用来概括邓小平关于国际形势剧变时期的中国外交战略思考，并
指出这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十字方针”不久即流传开来，得到海内外政学
两界的广泛关注。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将 “二十八字方针”和 “二十字方针”进一步概括为 “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
为”的 “十六字方针”，并多次在党和国家高级干部会议上系统阐述其内涵，说明其作为全党全国
外事工作和相关领域战略筹划的思想指南的重要地位④。

进入新世纪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将 “二十字方针”高度浓缩为 “八字方
针”，并在多次重要会议上系统论述 “韬光养晦”与 “有所作为”的辩证统一关系，即一方面要避
免成为国际斗争的矛盾和焦点，减少中国发展面临的压力和阻力，不要锋芒毕露，不说过头话，不
做过头事；另一方面要积极妥善地运用我国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但是在 “捧杀”和
“高帽子”面前不上当，一切对外工作和相关战略谋划都要以服务于国内建设、维护中国核心利益、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要务，对其他利益要有所取舍、灵活对待⑤。
“八字方针”作为邓小平的一项外交遗产和中国奉行的一项重大战略，在２１世纪初期得到全国

党政干部的认同和接受⑥。但是，在专家学者和普通大众两个层次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将它理解
为一项权宜之计，自然地，这项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一些欧美国家的政学两界人士理解或解读为
中国的一项谋略⑦。所以，在不同层次、不同对象那里，“八字方针”的内涵和意义并不完全相同。

（二）政治—社会的功能和效应
在关于外交政策概念功能的研究中，相关文献较多从外交决策理论出发，关注政治心理学意义

上的信号表达。理论上，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国家提出一项或多项外交政策概念，有着或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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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或近或远的意图，可能是为了显示身份，可能是为了表达利益诉求，也可能是向外表达一种态
度或立场，包括诚意、安抚、施压、褒贬①。这些解释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成立的，但大都忽视或未
能充分讨论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的关联性，也就是说，特定外交政策概念的提出、传播及实践，离
不开特定时期或阶段的国内政治因素，尤其外交决策机制、最高外交决策者的关切，包括他们的内
外政策诉求、政策风格、个性特质。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当代中国外交政策概念生成和演进的内政
外交互动的背景，提出了国内政治动员与对外宣传效应的政策目标，前一个方面包括塑造政治忠
诚、凝聚思想共识，后一个方面主要是对外宣传②。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进而形成一个大致的分析框架：专业主义特质的外交政策概念为何会成为大众政治话语？在这个转
变过程中，外交决策者目的何在？从专业主义转向大众政治，概念的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最
后，这些概念所造就的政治及社会效用，对于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政治逻辑，有着怎样的含义？或
者，就中国外交政策概念史研究而言，是否应该拥有一种中国特色或中国路径？

第一，如上文所述，外交政策概念本质上是专业主义的，但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许多概念
都已成为大众政治话语。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国内建设实践中，积累了非
常丰富的舆论动员、宣传和组织方面的经验，而这些经验同样体现在外交政策舆论及外交工作实践
当中。作为动员舆论、凝聚共识、团结全党全国的重要手段，许多外交政策概念由最高决策层提出
后，以文件下达或宣讲教育的形式，到达一定层级和范围的干部；在必要情况下，还会开展全党全
国范围的宣传教育活动，以至相关概念由专业政治词汇转变成大众政治话语，如 “一边倒”“反帝
反修”“八字方针”“一带一路”。此外，不同时期领导人的群众路线倾向、基层工作经历经验以及
个性风格，也极大地推动了相关概念的大众政治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 “中间地带”“东
风压倒西风”“三个世界”，改革开放时期的 “不当头”“不扛旗”，新时代的 “一带一路”“人类命
运共同体”，都体现了特定时期不同领导人的思想倾向和领导风格。在这些不同的倾向和风格背后，

一方面表现出特定形势下的政策指向或政治目标，另一方面又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动员
舆论和统一思想的方式。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最高外交决策层提出的 “三大外交决策”概念迅速
成为大众政治话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需要实施多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事业，因而需要动
员大量的国内资源，包括人力、物质和精神资源，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宣传教育让广大干部群众接受
这些概念。因此，５０年代对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越战争的大规模援助，以及六七十年代对世界各
地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援助，包括多项无私的重点援助对象，如越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得
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③

第二，与上述国内舆论动员所密切联系的，是这些概念的国际政治效应，即通过对外宣传，展
示中国形象，彰显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领导人在使用不同的外交政策概念的过程中，对于专业主
义与大众政治各有侧重，在不同时期也是各有特点的。例如， “东风压倒西风” “世界革命中心”
“三个世界”等概念，是毛泽东向国内外政治听众反复论说的几个概念，同时他又不厌其烦地提到
“中间地带”“和平共处”，试图找到安全与革命之间的平衡点。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中国 “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同时又不断重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新秩序”，就是
向世界上的不同听众宣示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立场，展示中国是一个大国和世
界一极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在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任期内，中国对外宣传大体上做到了内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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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晓宇：《地位信号、多重观众与中国外交再定位》，《外交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２期；尹继武：《单边默契、信号表达与中
国的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年第９期；常晓燕：《施压信号、安抚信号与中美战略互动》，《战略决策研
究》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Ｚｅｎｇ　Ｊｉｎｇｈａｎ（２０２０），Ｓｌｏｇ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ｐ．２１－３９；周桂银：《当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演进与特征》，《国际展望》２０２１年
第１期。

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３４９页。



别，对内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八字方针”，对外宣示 “和平发展道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向全世界展现当今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上的远大抱负。

第三，国内国际政治因素互动中的 “国内政治第一”逻辑，即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服务于
国内政治，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的三个时期都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因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治国方略
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以及外
交工作服务于国内建设大局的方针；但在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国际地位和
国际影响力双双提升，中国未来战略走向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由此引发关于 “和平崛起”的讨
论。“和平崛起”的提法出现在进入新世纪的头几年，在一些专家学者的建议下，中国领导人在

２００３年底公开使用这个概念①。在理论和实践上，“和平崛起”蕴含了以和平手段而崛起、为着和
平而崛起、崛起后的和平道路等多种维度，此后，经过中央外交决策部门和相关各界的讨论，到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时，中国政府在外交政策白皮书和领导人出访演讲中，郑重向全世界宣示中国坚定不
移地走 “和平发展道路”。到２００６年８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时，“和平发展”成为指导全党全国对
外工作的思想指南②。自此，“和平发展”“和平发展道路”取代 “和平崛起”“和平崛起道路”，成
为中国的根本国家战略③。

另一方面，在特定阶段，内政与外交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干扰，造成中共政治动员 （党内中高
级干部的动员和普通干部的动员）与一般社会动员 （广大群众的政治动员或党外人士的社会动员）

之间的界线，以及国内政治宣传与对外宣传之间的界线模糊。例如，１９５７年莫斯科会议之后形成的
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与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而又相互影响的纠缠状
态。在国际政治形势与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相互影响下，毛泽东作出了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国
内外修正主义斗争的决断，由此导致外交工作激进化。在这个过程中，尤其在１９６２年中共八届十
中全会之后，中央先后几次在高级会议上有组织地批判 “三和一少”修正主义外交路线④。“三和一
少”在特定政治环境下的内涵、功能及政治—社会效应，提供了一幅较全面的国内政治与外交工作
相互影响的画面：在国际国内反对修正主义上，需要找到一条用 “三和一少”命名的 “坏”路线，

使其成为党内干部和党外群众看得见的批判靶子。批判 “三和一少”，从内外两个方面动员了全党
全国干部，实现了塑造舆论、凝聚共识、统一思想的政治目标，即全心全意、多快好省地推动社会
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以上说明，在国内外形势剧变的情况下，国内政治外交化与外交工作政治化互为表里，而相关
的外交政策概念或口号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政治—社会效应。国
内政治外交化必然通过专业主义概念转变为大众政治话语的渠道，而外交工作政治化又是大众政治
的必然结果，并反过来作用于国内政治。

概念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或路径，旨在考察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概念及其发展变化，揭示特
定词语的语境及联想。在国际国内思想史研究领域，概念史研究方兴未艾。本文从概念史研究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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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文选》第２卷，第１４１页；温家宝：《把目光投向中国———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ｓｐｅｃｉａｌ／ｗｅｎｚｏｎｇ／ｗａｉｊｉａｏｆｅｎｇｃａｉ／２００７０３／０３０１＿７６４＿８１５１７．ｓｈｔｍｌ；郑必坚：《中共十六大和中国
和平崛起新道路———在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讲演》（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９日），郑必坚：《思考的历程———关于中
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由来、根据、内涵和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５—１３０页。
《胡锦涛文选》第２卷，第３８０—３８４、４３５—４４３、５０３—５１９页。

郑必坚：《思考的历程———关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由来、根据、内涵和前景》，第２页；章百家：《新中国成长历程中
外交观念的变迁———从革命的、民族的视角到发展的、全球的视角》，《冷战国际史研究》第２４辑，第１１页。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４４４—４６０页；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 （１９０６—１９７４）》，第４９１、４９４页；
《伍修权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７６—２７７、２９８页；《王力反思录》（上），第１８８—１９１页；《王力反思
录》（下），第９２８—９３２页。



野出发进行的梳理和讨论，仅仅是概略性的，只是提供了一种不成熟的路线图；更加科学合理的研
究，需要我们对每一个概念进行梳理，对所有可能的文献进行挖掘，进而在理论上作出分析和归
纳，推出关于当代中国外交史概念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文所归纳和讨论的每一个概念，以及上述的
相关维度，都值得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究。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会面临一些困难，比如未公开的档
案文件和有限的学术平台，但在基本方法和研究议程上，国内外现有的一些概念史研究框架和文献
可资借鉴①。

当代中国外交史概念产生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以及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调查研究和思想智
慧，同时还来源于丰富的中国思想及文化传统和普遍的国际事务与对外关系实践的启示。就此而
言，对当代中国外交史概念的研究，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在纵横两个方面进行拓展，一
方面在传承的基础上致力于创新，准确地发掘、丰富和扬弃古今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外交思想与文化
遗产，进而实现外交理论创新；另一方面要致力于实现理论的实践价值，即普遍意义上的国际外交
史概念的政治及思想智慧，尤其是若干创造性的概念或理论，往往来自于长期的甚至漫长的对外关
系实践或艰难的政策实施过程，而它们只有回到外交实践中，为大国外交工作服务，才能实现其真
正的价值。

（本文作者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国际关系学院讲座教授）
（责任编辑　　薛　承）

①　概念史研究相关文献，参见 Ｒｉｃｈｔｅｒ　Ｍｅｌｖｉｎ（１９８６）．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１４ （４），ｐｐ．６０４－６３７；Ｒｉｃｈｔｅｒ，Ｍｅｌｖｉｎ（１９８７）．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ｓ，４８（２），ｐｐ．２４７－２６３；梅尔文·里克特著，张智译：《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孙江、黄兴涛等：《概念史研究笔谈》，《史学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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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０８页）向西发展，担负起党将来开发河南，以完成把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打成一片的历
史任务。”① １９４４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再次溃败，刘少奇、陈毅在６月提出向西发
展中原的战略任务，“使我华中、华北、陕北呵成一气，便解决了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
“发展河南的斗争任务是必须完成的”②。７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共同
开发河南，控制中原，其中第４师受命 “西进豫皖苏边，首先恢复肖、永、夏、宿抗日根据地，然
后打通与睢杞太地区的联系，相机控制黄河以东地区”。８月１５日，彭雪枫等率第４师主力誓师西
征，于２０日越过津浦路，次日首战，击败国民党军王传授部。③ 但９月１１日，在夏邑县八里庄与
国民党军李光明部的作战中，彭雪枫不幸牺牲，张爱萍调任师长。经过四个多月的作战，第４师控
制了东起津浦铁路、西止商亳公路、北自陇海铁路、南迄涡河的地区，最终基本上恢复了原豫皖苏
根据地④。

（本文作者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师资博士后）
（责任编辑　　吴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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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子恢：《关于四师三年来在豫皖苏边区斗争总结 （节录）》（１９４１年７月），《豫皖苏根据地》（一），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刘少奇、陈毅关于第四、第五师准备向河南敌后发展致张云逸等电》（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３日），《新四军·文献》（４），解
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０３页。

张震：《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征求意见稿）》，第５４、５５页。
《新四军抗日战争史 （初稿）》，第２１５页。


